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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
*

———兼论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彭贺超

内容提要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

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
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

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 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

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
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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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处是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1903 年 12 月 4 日) 清政府设立的一个新式中央军事机
构，在清末新政史和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练兵处的设立原因、组织机构、经费
薪饷、练兵成效及其与督抚关系等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其内部人员状况的研究尚有待深入。① 尽管
一些学者关注到练兵处中的北洋派和留日士官生，但无一例外地采信了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

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良弼主导或铁良依靠良弼主导的针对袁世凯北洋派的权力斗争，由此

塑造了士官生与北洋派冲突的单一形象。② 这既简化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复杂原因，也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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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了练兵处派系合作的一面。本文利用档案、函电等史料考证哈汉章回忆录的失实之处，并结合清
末政情探析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以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动态关系。

一、哈汉章回忆录不完全符合史实

关于练兵处成立后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以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问题，哈汉章回忆录有

所记载:

良赍〔赉〕臣( 弼) 系满洲镶黄旗籍，他是红带子，在旗人中有此崭新军事人材，而且才情卓
越，故在北京能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
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枢要( 反庆、袁的) 中人都很领会。所以练兵处成立就调在湖北的
士官第一期吴禄贞，第二期哈汉章、易迺谦、沈尚濂等; 又向各省增调第一期卢静远、章遹骏、陈
其采，第二期冯耿光等数十人来京，在练兵处担任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

应有计划重要职务( 也有参加兵部的)。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
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①

上述材料包含下列信息: 一，留日士官生良弼与奕劻、袁世凯为敌对关系; 二，在“枢要( 反庆、
袁的) 中人”支持下，良弼成为练兵处调入士官生的主导者; 三，练兵处之所以调入士官生，是因为
良弼“找士官作班底”，与袁世凯北洋派“争夺军权”。由于哈汉章是当事人之一，前述学者便完全
采信了其回忆录。然而，哈汉章回忆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其一，练兵处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良弼与总理练兵大臣奕劻、直隶总督兼会办练兵大臣袁世

凯并非绝对的敌对关系。
良弼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使对权臣奕劻、袁世凯心有不满，也无与之交恶的能力。相反，他

资历尚浅，欲在政界、军界有所作为，必然要攀附之。针对各方抨击袁世凯筹饷练兵的声音，良
弼就主动为其辩护: “北洋所当之任较昔［日］巨，所处之地位较昔日难，而各省督抚不惟不思臂
助，反哓哓疵议其后。”②当时练兵处亟需留日军事人才，奕劻、袁世凯也有心笼络良弼，为他提
供军中历练的机会。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1905 年 1 月 23 日) ，袁世凯致函徐世昌时说得
很清楚，“良弼志气不凡，然不入军队，恐造就不大”，“邸( 奕劻———引者注) 谕给以差使，本处
无参谋名目，或先委充随员名目……姑试用之”。③ 可见，练兵处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羽翼未
丰的良弼与网罗人才的奕劻、袁世凯并非势如水火，反而因利益暂时结合起来，保持着相对融
洽的关系。
其二，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主导者是袁世凯，而非良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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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处调入的第一批士官生，是湖北的沈尚濂、哈汉章、文华、吴禄贞、吴祖荫和湖南的章遹
骏。① 湖北士官生，“原系聘兄( 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字聘卿———引者注) 请调之人”。② 此举虽由王
士珍出面，但袁世凯实为幕后主导者。时在京城的张之洞密电署理湖广总督端方说: “此举乃袁
意。”③练兵处原计划电调 10 名湖北士官生，为了替湖北留住部分军事人才，张之洞到天津与“北洋
袁慰帅面商”，又“经慰帅转商”练兵处，最终达成“遣一半赴京，留一半在鄂”的方案④; 回湖北后，
他又致电袁世凯，希望“俯赐助力，电京赞成此举”。⑤ 这说明，袁世凯在调入湖北士官生过程中具
有决定权。湖南士官生章遹骏，则是其考察北洋军事时被袁世凯强留下来的。他给湖南巡抚赵尔
巽的禀文称:“袁宫保相商留教习之意已决，面请于庆邸，拟即电告大帅。教习再三苦辞……当蒙
铁帅俯允，改为暂留效力，不许复辞。”⑥可见，袁世凯在调入湖南士官生过程中同样具有决定权。
襄办练兵大臣铁良与袁世凯的态度一致，两人共同签署了调令。⑦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 1904
年 5 月 19 日) ，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带湖北调来各学生谒见”奕劻。⑧ 后经奕劻许可，他们被“派充
各科监督”。⑨

因此，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三位大臣的共识，袁世凯最为积极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奕

劻、铁良则是他的支持者。良弼的作用不宜高估，他只是积极参与者而非最终决策者，至多起着穿针
引线的作用:既与湖北士官生“消息时通”，积极“运动”他们入京，又向练兵处“援引”湖北士官生。瑏瑠

其三，留日士官生进入练兵处的本意并不是要与北洋派“争夺军权”。
湖南士官生章遹骏是被袁世凯强留下来的，自不必论。湖北士官生人数较多，是练兵处的主要

调入对象。他们从日本回到湖北之初，“谓必带勇”，但实际差使既非营官也非教习，“皆怏怏”瑏瑡，
听闻练兵处调令后，“歌声如雷”，“皆无恋鄂之情”。瑏瑢 在时人看来，从地方调入中央练兵处可谓青
云直上，这对湖北士官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湖北官员挽留时，哈汉章拒绝说: “愿在北洋跳
火坑，不在湖北当统领。”瑏瑣士官生脱离湖北、攀附袁世凯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其后，又有卢
静远等湖北士官生“自往投效”练兵处。瑏瑤 因此，留日士官生进入练兵处的本意并非掀起派系纷争，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自身处境，奔向新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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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证可知哈汉章回忆录的失实之处: 一是夸大了良弼的作用，忽略了练兵处决策者尤其是

袁世凯的主导作用; 二是片面强调了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遮蔽了彼此合作的一面。进而言之，
既往研究依据该史料考察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及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所得出的观点

并不可靠，有必要进一步去探析。

二、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

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袁世凯主导并且获得奕劻、铁良支持的一次行动，主要由以下因素
促成。
首先，袁世凯自我解围，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成立后，袁世凯举荐徐世昌充任提

调，刘永庆、陆嘉榖分任军政司正、副使，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军令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分任军
学司正、副使。北洋派固然占据了练兵处多处要职，但袁世凯也因之遭各方抨击，处境并不乐观。
在用人方面，御史王乃徵弹劾他任人唯亲，结党营私。① 在筹饷练兵方面，京城大小臣工及张之洞
等皆有不满，担忧他“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②

在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下，疆臣权重，易启猜疑。混迹官场多年的袁世凯何尝不知其中利
害，故早有收敛，先后请辞商务、铁路、电政大臣等兼差及会办练兵大臣差使。③ 在此情况下，他断
然不会再大肆举荐北洋派充任十四科监督。否则，练兵处提调、三司正副使及十四科监督全部来自
北洋派，袁世凯恐将面临更多的抨击和猜疑。他主动从外省电调留日士官生，使得练兵处人员来源
多元化，彰显了“兼收并蓄，但论才能不计资格”的用人特点。④ 这就淡化了练兵处的北洋色彩，既
可钳言官之口，也可避朝廷猜疑，更加符合当时袁世凯的自身利益。因此，袁世凯的主动作为实有
自我解围之意。
其次，练兵处从地方借调留日军事人才，以供中央之用。练兵处的军事改革师法日本，急需一

批有留日背景的军事人才。而北洋派大多在天津武备学堂接受德式军事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练兵
处的人才需求。清朝中央政府又缺乏相应的人才储备，各省留日归国的第一、第二期士官生自然就
进入练兵处官员的视线。
王士珍最先请调湖北士官生，就是想要他们进入军学司，以便应付将来“功课颇多”的局面。⑤

在电调湖北士官生时，练兵处给湖北官员的电文“情词坚切”，不容拒绝⑥; 对于湖南士官生，袁世凯
强留章遹骏后，才电告湖南巡抚赵尔巽。练兵处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中央对留日军事人才的迫切需
求。湖北、湖南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很快被派充各科监督，如沈尚濂任军政司搜讨科监督，哈汉章
任军令司运筹科监督，吴祖荫、文华、章遹骏、吴禄贞分任军学司训练科步队监督、炮队监督、工队监
督、马队监督。⑦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练兵处开办贵胄学堂，继续以“需员甚众”为由，电调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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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应龙翔、吴茂节、易迺谦、敖正邦等湖北士官生“来京襄助学务”。① 练兵处正是通过借调外省士
官生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补充了中央紧缺的留日军事人才。
最后，练兵处以调入士官生为契机，收回了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练兵处成立前，地方督抚掌

握着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须回本省任职。练兵处成立后，首次电调即将回国的湖北士官生
舒清阿、龚光明、敖正邦入京，“并未告鄂”。② 练兵处绕过湖北官员的做法，实质是改变士官生回本
省任职旧制的一次尝试，其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的企图已初见端倪。其后，练兵处又接连电调
哈汉章等 7 名湖北士官生入京。光绪三十年( 1904) 初，张之洞在天津向袁世凯大倒苦水: 湖北练
兵需才，“倘以十名全行调往，必致无人可用”，对“费无数财力、无数心力”的湖北不公。③ 二月初
六日( 3 月 22 日) ，袁世凯写信告诉徐世昌:“香老来，周旋数日，聚谈甚畅……天下事，内外不能协
力，断难有成。香老谓已灰心，鄙人亦不得不然。”④此处“香老”即张之洞，与袁世凯“周旋数日”，
“聚谈”的内容之一就有湖北士官生事。张之洞“谓已灰心”，其实是借机表达不满。最终，他们达
成湖北士官生 5 名赴京、5 名留鄂的妥协方案。袁世凯的让步实属“不得不然”，目的在于安抚东南
督抚领袖张之洞，避免“内外不能协力”，危害练兵处的军事改革大局。
原来主张“急于收入”湖北士官生的铁良似乎不理解袁世凯的让步，经徐世昌来信解释了其中

的“用意”和“原委”，他才“恍然一切”，回信表示，“办法容日晤商”。⑤ 此处“办法容日晤商”，意味
着练兵处将酝酿新的动作。当时，练兵处正在讨论驻日公使杨枢在《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中提出
的官费培植留日军事学生的办法。随后，铁良在另一封信中告诉徐世昌:“杨星使折甚好”，练兵处
可“藉此妥筹办法”，控制留日军事学生的生源选拔、派出程序、毕业出路等。⑥ 可见，练兵处的新动
作已经不再局限于湖北士官生本身，而是聚焦于全国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问题。四月初五日( 5 月
19 日) ，练兵处正式出台《选派陆军学生前赴日本就学章程》，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央在全国留日军
事教育中的主导地位。⑦

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既与袁世凯的个人处境有关，也与中央的人才困境及军事改革规划有

关。这更多的折射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不是练兵处内部的派系矛盾。良弼拉拢士官生对抗袁
世凯北洋派，应是练兵处后期的事情。换言之，士官生与北洋派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练兵处调入
士官生之结果，而非起因。

三、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虽有冲突，也有合作，它们的关系经历了从前期合作走向后期

冲突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练兵处三大臣中袁世凯、铁良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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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处成立后就面临日俄战争带来的外患危机，筹饷练兵是其工作重心。袁世凯与铁良为此
保持合作，“同办军事者二三年，协恭和衷，不闻异议”。① 练兵处高层大员的合作常态，是士官生与
北洋派保持合作的前提。当时，担任各科监督的士官生隶属于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正、副使之下，
负责“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应有计划”。② 换言之，士官生是在北洋派领导
下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工作。虽然此前北洋派已经启动该项工作，但进展缓慢，“练兵诸事尚无头
绪，惟有大概章程数则，未经奏定，故未发行”。③ 士官生加入后，练兵处的军制改革工作进展迅速，
从光绪三十年( 1904) 八月开始陆续颁行了《陆军营制饷章》等一系列新军制度。有学者指出，“这
一成绩的取得，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留日陆军生”。④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练兵处的办事程序，士官生
只是起草新军制度，最终还要经过三司正使核定。以《陆军营制饷章》为例，该草案需经军政司正
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酌定”，“即有端倪”。⑤ 因此，练兵处的军制改革工作能够短期内取
得突破性进展，不单单是士官生的功劳，更是士官生与北洋派互相合作的结果。没有士官生的加
入，尤其是没有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合作关系，练兵处取得这些成绩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士官生与北洋派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注定同床异梦。吴禄贞在给二哥的信中说: “彼

等对我阳亦推重，阴施钳制，所谓骑兵监督者，并无一骑一兵，仅以编著骑兵操典等书相羁縻耳。”⑥

吴禄贞的处境，其实是当时担任各科监督的士官生群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缺乏实权，只能发

挥所学，配合北洋派的军制改革工作; 另一方面不满现状，愤懑不平，为日后与北洋派的冲突埋下伏

笔。但是，在袁、铁关系和睦及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士官生只能与北洋派保持合作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日俄战争渐入尾声，清廷面临的外患压力骤减，转而警惕日渐坐大的袁

世凯北洋派。铁良南下回京复命后，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提拔，二月署理兵部尚书，五月任会办
练兵大臣，七月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名位日崇，“几与袁世凯相埒”。⑦ 铁良升迁如此之速，自
知朝廷用意，他急需组建与北洋派势均力敌的核心班底，不甘寄人篱下的士官生迎来了出头机会。
在铁良的破格提拔下，良弼、哈汉章分别从编译科监督、运筹科监督升任军学司副使、军令司副
使。⑧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它意味着在铁良扶持下士官生势力的抬头，开始打破北洋派把
持练兵处三司正副使的局面。铁良权势日增，在清查北洋财政时又处处掣肘袁世凯，“意见由此而
起”。⑨ 时论回顾袁、铁关系时也如是说道: “( 铁良) 入枢府，长户部，清厘积案，严核出入，而北洋
销款之巨为诸省最，不合常例者甚多，稍加驳查，而局所人员大为不悦，设词构之，遂为袁、铁间隙之
始。”瑏瑠而且，铁良在军政上“采用良弼之说，谓泰西各国，军权皆集于中央，实在防袁尾大不掉”。瑏瑡

85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 年 2 月 6 日，第 2 张第 2 版。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 41 页。
丁进军编选:《北洋新军初期武备情形史料》，《历史档案》1989 年第 2 期，第 36 页。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第 87 页。
《铁良就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及日俄战况等事致徐世昌函》( 1904年8月4日) ，林开明等编辑:《徐世昌卷》第1册，第331页。
《致戬卿二哥函》( 1904年 8月) ，皮明庥、虞和平、吴厚智编:《吴禄贞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18—219页。
恽宝惠:《铁良及荫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34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8 页。
朱彭寿撰，何双生点校:《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86 页。李炳之口述:《我所知道的铁良》，全国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120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6 页。
《齐东野语》(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3 卷( 辛亥革命前后)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9 页。
《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申报》，1909 年 2 月 6 日，第 2 张第 2 版。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7 页。



彭贺超 / 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

袁世凯、铁良既生间隙，北洋派与士官生的关系也渐生不睦，“俱有一各不相下之势隐在心中”。①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官制改革期间，练兵处即将并入陆军部，袁、铁关系恶化: 一是围绕中央
集权问题，“彼此龃龉”②; 二是围绕立宪问题“意见不合”，“所谓冲突者，即由此”。③ 时人不无忧
虑地指出:“袁、铁衅深是必然之事，所谓小人同而不和也。然于政界，大有影响。”④这直接影响到
练兵处后期派系关系的走向，“袁派与铁派之暗斗，便显著于此时”。⑤ 可以说，随着袁世凯与铁良
关系的恶化，北洋派与士官生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冲突。

结语

哈汉章回忆录对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及士官生与北洋派关系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史

实，据此得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者利用该史料时应有所警惕和鉴别，避免以讹传讹。练
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并非直接起因于派系权力斗争，而是袁世凯自我解围、中央补充留日军事人才
及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进入练兵处的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不是
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从属于练兵处高层大员袁世凯与铁良的关系，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
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留日士官生势力与日俱增，在后来的陆军部、军谘府时期成为影响政
界、军界的一股重要力量。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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